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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不仅重塑了区域发展格局，也改变了环境污染的分布，对区域可持

续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探讨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对于污染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系统归纳了污染企业/产业的概念和类别，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

的转移特征、模式和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 官方文件、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排放规模是污染产

业界定和分类的主要依据。② 污染企业/产业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形成不同的转移模式：在城

市内部形成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三种模式；在省内城市间

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的转移特

征。邻省转移模式以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较强的省份为中心，向邻近省份扩散，并形成向多

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沿交通线向次级城市的三种转移路径。跨省转移形成

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三种模式。③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呈现出一定的

特征和模式，包括区域、地理、经济、功能区、政策5种研究视角和15种转移方向。④ 污染企业

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种模式，后者包括迁移生产基地、工序外包、绿色并购

与对外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⑤ 影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因素既包括经济、社会、地

理、政策等单因素，也包括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多维的复杂影响机制中，政府扮演了重要

角色，企业的异质性、空间集聚效应、制度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国内相关研究

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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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
了五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国内产业转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企业迁移与产业转
移日益普遍并相互依存，不仅促进了地区产业分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1]，也缩小了区
域差距、推动了区域的平衡发展[2]。国外的产业转移实践证明，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是
国家和地区急于转移的重点和主体。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促进了污染产业的跨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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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转移，产业结构的空间梯度转移与转型升级并存，而污染产业表现的更明显，如
“污染避难所”假说[3]，环境污染的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污染产业转移作为产业转移研
究的热点问题[4,5]，其空间转移规律及驱动因素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6]。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之后，中国凭借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等优势成为“世界
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然而东部沿海地区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承接了大量低技术高污染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7]。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不
平衡，驱动了污染产业的转移，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
而盲目引入污染企业[8]。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结构变迁和城区功能提升正在推动大量污
染企业的外迁[9],近年来多数大城市城区实施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企业
的“退城搬迁”。污染产业的国际与区际转移，在重塑产业地理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同
时，也推动了环境污染的扩散和转移，尤其对转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产生
了明显的负面影响[10]。日趋严重的跨区域环境问题也逐步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和学界
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环境规
制政策越来越严格。2010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产业承接必须符合区域生态功能定位，必须
将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
调“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意味着产业发展生态化不是对某地区某行
业的要求，而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整体要求。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探讨的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
设、实施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虽然近年来相关
研究受到了重视并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但因企业/产业数据获取不易，相关研究未得到
深入开展。多数文献局限于污染企业/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污染天堂效应”的验
证、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和机制还有
待于梳理、归纳和总结。基于此，在查阅大量国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文献的基础上，梳
理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的概念和类别，归纳提炼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路径和模
式，阐明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限于篇幅和完整性的考虑，文中没有分析相
关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将会另文阐述。期望通过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的系统梳理，为国内学者开展该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2 污染企业/产业的界定和分类

污染企业概念的界定文献较少，比较典型的如唐湘博等[11]认为污染企业是生产工艺
和设备落后、能耗高、废弃物排放量大，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这种界定没有明确的
方法和依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环保法规中规定的关、停、并、转企业或清洁生产
标准中淘汰（限制）类企业；另一类是法规中没规定或在合法生产期内，但生产工艺相
对落后、能耗高、排污量大、产品附加值相对低的企业。关于污染产业的概念界定和分
类文献较多，最早由夏友富提出并进行了分类。与污染产业相类似的概念还包括污染密
集型产业、污染密集行业等，文中统称为污染产业。学者们对污染产业的界定大致相
似，即在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对人类、动植物有
害，促使环境恶化的产业（见表1）。

当前污染产业的分类依据有三种：一是依据官方发布的相关文件，如《第一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方案》等；二是依据污染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规模或二者相结合；三是其
他指标，如产业对自然资源与公共健康等影响的程度、治污成本占总成本比例。然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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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污染产业的类别
Tab. 1 Category of polluting industries

分类方法和依据

无

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

201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
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上市公
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2003年环保部发布的《关于对
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
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
的通知》

污染排放规模

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排放规模和强度

污染排放规模和强度

产业对自然资源与公共健康等
影响的程度

污染治污成本占总成本比例高
于1.8 %的行业

主要行业类别

(17) (19) (22) (26) (27) (29) (38)； (22) (25) (26) (31) (32) (44)

(13) (14) (17) (19) (22) (25) (26) (30) (31) (32)；
(13) (14) (17) (19) (22) (25) (26) (30) (31) (32) (44)

(6) (8) (9) (14) (15) (17) (22) (25) (26) (27) (28) (30) (31) (32)
(33) (44)

(6) (7) (8) (9) (10) (11) (12) (13) (17) (19) (22) (26) (27) (30) (31)
(44)

(6) (7) (8) (9) (10) (11) (12) (13) (17) (19) (22) (26) (27) (30) (31)
(44)

(6) (7) (8) (9) (10) (11) (12) (22) (26) (28) (30) (31) (32) (44)

(6) (7) (8) (9) (10) (11) (12) (22) (26) (28) (30) (31) (32) (44) (45)；
(6) (7) (8) (9) (10) (11) (12) (17) (22) (25) (26) (27) (28) (30) (31)
(32)

重度污染型产业：(22) (26) (30) (31) (44)； 中度污染型产业：
(14) (15) (17) (25) (27) (32)； 轻度污染型产业： (19) (23) (29)
(33) (38)

污染密集型行业：(6) (7) (8) (9) (10) (11) (12) (22) (26) (30) (31)
(44) (45)； 中等污染行业：(14) (15) (16) (27) (28) (33)； 低污染
行业：(17) (19) (23) (29) (38)

废水重污染行业： (9) (13) (14) (15) (17) (22) (25) (26) (28)
(44)； SO2重污染行业：(9) (22) (25) (30) (32) (44)； 烟尘重污染
行业：(10) (22) (25) (26) (30) (31) (44)

COD 密集型：(9) (13) (14) (15) (17) (22) (26) (27) (28)； SO2密
集型： (9) (22) (30) (44)； 烟粉尘密集型： (10) (22) (30) (31)
(44)

(6) (7) (8) (9) (10) (11) (12) (15) (17) (22) (25) (26) (28) (30) (31)
(44) (4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7) (22) (25)
(26) (28) (30) (31) (32) (44)

废气污染行业： (26) (30) (31) (32) (44)； 废水污染行业： (6)
(17) (22) (26) (44)；固废污染行业：(6) (8) (9) (31) (44)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2)；
(7) (9) (13) (14) (15) (17) (19) (22) (25) (26) (27) (28) (30) (32)
(33) (34) (39) (40) (44)

(22) (26) (30) (31) (33)

相关主要文献

夏友富[12]

段娟等[13]

张彩云等[10]

汪中华等[14]

罗党论等[15]

邱金龙等[16]

沈静等[17]

崔建鑫等[18]

王亚平等[19]

刘友金等[20]

张志辉[21]

豆建民等[22]

苏红岩等[23]

仇方道等[6]

田光辉等[24]

刘宁宁等[25]

夏友富[26]

李玉红[27]

陆旸[28]

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9）、非

金属矿采选业（10）、开采辅助活动（11）、其他采矿业（12）、农副食品加工业（13）、食品制造业（14）、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15）、烟草制造业（16）、纺织业（17）、纺织服装、服饰业（18）、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

品业（19）、造纸及纸制品业（22）、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5）、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医药制造业（27）、化学纤维制造业（2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3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2）、金属制品业（33）、通用设备制造

业（3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仪器仪表制造业（40）、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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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样本、区域、污染物和产业类型等不同以及分类依据与方法的差异而得出不一致
的结论，即便相同的分类依据得出的结果也有一定的差异。分类结果主要有三种：一是

直接得出具体的污染行业；二是根据污染的程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型产业或污染

密集型、中等、低污染行业；三是根据污染物类型分为废水、二氧化硫、烟尘重污染行业

或废气、废水、固废污染行业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烟粉尘密集型行业（见表 1）。

对于直接得出的分类结果，认可度较高的污染产业包括造纸及纸制品业（22）、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1）、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4），认可度较低的污染产业包括纺织服装、服饰业

（18）、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4）、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仪器仪表制造业

（40）。认可度较高的重度污染型产业包括造纸及纸制品业（2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3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纺织业（17）、造纸及纸制品业（2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被较为一致地认为

是废水重污染行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9）、造纸及纸制品业（2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被较一致认为是二氧化硫重污染行业，而非

金属矿采选业（10）、造纸及纸制品业（2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3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被较为一致地认为是烟尘重污

染行业。

3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与模式

企业迁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区位调整，是企业的价值链活动在空间上的变化[29]。目

前学术界对企业迁移的界定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企业迁移是指为了新产品

或原产品寻求新的空间扩张而把原企业经济活动全部或部分搬到新工厂[30]。产业转移是

因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

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现有研究对产业转移概念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表述。污染企业迁

移和污染产业转移既具有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的一般特点，也呈现出特有的转移特征和

模式。本文从尺度、方向、方式等三个方面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和模式。

3.1 尺度特征与模式

污染企业/产业的空间转移具有尺度效应，并呈现行政区分割和距离衰减特点，本文

从城市、省域和国家三种地理尺度上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空间转移的特征和模式。

3.1.1 城市层面 城市层面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两个方面。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内

部的转移可能存在三种模式：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

（见图 1）。第一种是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农村或城市边界等非敏感地区转移。非敏感区

具有成本低和环境规制弱的特点，向该区域转移可降低成本、减少城区污染。例如，无

锡市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由市区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31],深圳市废水与

固体废弃物重污染企业由中心城区迁至城市外围边界[32]。第二种是向各类工业园区、工

业集聚区、交通枢纽区等转移。为了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结构，各类园区已成为当地政府

培育产业集聚和集群的主要载体。在政府政策和中心城区成本飞涨的驱动下，功能区转

移已成为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模式[33,34]。例如，佛山市禅城区陶瓷产业的生产环节被转移

至周边工业园区[35]，无锡市部分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由太湖附近转移至周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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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36]。石家庄市政府要求中心城区污染企业必须限期搬离，主要迁移至各类园区以

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①。迁移至城市交通枢纽主要为了污染物处理的需要[32]。第三种是迁

离河流湖泊等水域地区或向城市跨界河流转移，避开生态环境敏感区。例如无锡市区的

污染密集型企业逐渐向远离太湖地区扩散[31]，深圳市污染企业向城市外围边界及环境功

能较低的外流河迁移[32]。

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之间的转移也普遍存在，城市层面上仅讨论省内城市间的转

移。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之间的转移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

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蔓延的特征。例如佛山市的陶瓷产业将生产环节向环境规

制弱的相邻城市转移[35]，江苏省发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欠发达地

区转移[6]，广东省的污染产业由珠三角城市向环境规制宽松的非珠三角城市转移[17]，山

东省的污染产业由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向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中西部城

市转移[19]。

3.1.2 省域层面 随着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工业基础较好、技术

水平较高和原材料较丰富地区成为污染产业省际转移的首选地。省域层面的转移可分为

邻省转移和跨省转移两种模式。邻省转移

因距离较近既能同原产业链保持联接，又

能节约综合要素成本[20]。邻省转移模式以经

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省份为中

心，向其邻近省份扩散，可能存在三种转

移路径：迁至多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

份迁至下游省份、沿交通线迁至次级城市

（见图2）。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重要的迁入

地，也正沦为污染企业的公共排污场。例

如无锡数百家污染企业向苏浙皖交界处的

郎溪县转移[37]，内蒙古与山西、陕西、宁夏

等省区交界地带也聚集了大量污染企业[38]。

污染企业如此青睐行政区交界处，原因有

三：一是交界地带受重视程度低，环境监

①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加快主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和产业升级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http://www.sjz.gov.cn/col/1496800288811/2017/06/07/1496819084447.html）。

图2 污染企业/产业的邻省转移路径与模式
Fig. 2 Inter-provincial transfer paths and mode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注：作者根据文献[13]、[18]、[35]、[37-39]相关资料绘制。

图1 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内的转移模式
Fig. 1 Transfer mode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within the city

注：作者根据文献[31-36]相关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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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力度不够，位置偏僻，执法难度大；二是交界地带资源丰富；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及地
方领导环境意识薄弱，为追求政绩招污纳垢。同时多数省份存在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转
移污染的搭便车行为[39]，跨省河流成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重要路径。沿交通线转移是
城市群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一种路径模式。近年来长三角中心城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向沪宁—沪杭甬交通沿线的次级城市转移[18]，而京津冀地区污染产业向区内工业基础较
好、技术水平较高的次级城市转移[13]。此外，或转移至原料丰富成本低廉地区，如佛山
陶瓷业向省外原材料丰富和生产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35]。

污染企业/产业的跨省转移也很常见，东部地区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就是一
种典型。跨省转移可能存在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三种模式。成本导向
型是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的产业转移模式。例如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迫使污染产
业逐步向劳动力、原材料丰富廉价且环境成本较低的中、西部省份转移[4]，同时中西部地
区更低的税负和更多的税收优惠也吸引着东部污染产业的转入[20]。市场扩张型是以接近
市场和开拓新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转移模式。例如沿海地区市场需求扩大、交通条件改善
以及对国外原料依赖的增强，驱使部分资源密集型产业由内陆省份转向沿海地区[40]。政
府推动型是在政府驱动和政策影响下的产业转移模式。例如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安
徽皖江、广西桂东等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东部沿海地区的污染产业向中西部
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41]。苏州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大量笔记本电脑代加工产业
转移到重庆也是一个典型案例[42]。

在省域尺度上，污染产业转移路径还呈现出“晕轮模式”特点，即由迁出地向邻近
省份转移并逐渐扩散至周边更远地区。例如污染产业以环渤海的辽、冀、鲁为中心逐渐
向晋、京、蒙转移，而后又向津、吉、陕转移；上海的污染产业逐渐向长三角的浙、
苏、闽转移[43]；内蒙古和河北的污染产业逐渐向周围资源丰富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省
份转移[25]。
3.1.3 国家（地区）层面 污染企业/产业的国际转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地区）通过国
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投资的途径，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夕阳
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44]。20世纪末中国沿海地区已有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及美
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港、澳、台商与外商在污染产业上的投资，其中广东的污染
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21.89%，江苏、吉林、山东、浙江、福建等占比也较大[12,26]。同
时，中国内地47%的外资企业属于高污染产业，而中西部地区高污染企业中，外资企业
占10%[45]。广东省存在明显的外商投资污染产业转移现象，绝大部分三资工业企业属于
污染产业，且三资污染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及实收资本已超过了内资企业[46]。江苏省也是
国际污染产业的承接地，实际利用外资是转移的主要形式[6]。国家（地区）层面的污染企
业/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外商首先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污染行业，并逐
渐向内陆转移。港、澳、台商与外商来源非常集中，其中港、澳、台的占比大，美、
日、韩占一定比例。国际转移的污染产业主要涉及印染、染料、化纤等纺织业，制革、
电镀、橡胶塑料、化工、能源、冶金、玩具制造、贵金属及其制品、机器、机械器具、
电气设备及零件、火力发电等[47,48]。
3.2 方向特征与模式

污染企业/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出不同的转移特点和模式，同时转移的方向也
具有一定的规律。转移方向和转移尺度相互交织联系，不同地理尺度上的转移方向也不
相同，大致包括 5种研究视角，15种转移方向（见表 2）。一是区域视角，表现出城郊
间、城乡间、邻近区域间、省内和省际区域间、地带间等5种转移方向模式，涵盖城市
内、省内城市间、省际间、地带间4种尺度，呈现出随时间由近及远、由小尺度到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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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过程特征。城市郊区是污染企业/产业最初转移的首选地 [31,36]，距离近、成本
低、可以保持产业联系，继而城市外围的广大农村也成为重要的迁入地[49]。污染产业的

转移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邻近地区是转移的重要方向，如江苏省、上海市、深圳市、佛

山市的污染企业/产业都有向其周边地区转移的特点和倾向[32,34,35,50]。污染企业/产业在省内

区域间和省际间的转移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珠三角地区向非

珠三角地区转移[17]、京津冀地区向冀中南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13]。地带间的转移研究较

早，相关文献也较多，主要包括东部向中部、西部的转移[49,51]，实际上也折射出发达地区

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污染产业还存在着东、西部互相转移的现象。除东

北地区产业是单向流出外，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双向转移特征。例如纺织、家电、

钢铁产业从西部地区转出，纺织、能源、电子产业从中部地区转出，而汽车、纺织、电

子、钢铁产业在从其他地区转至东部地区，原因在于东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虽不明

显，但东部基础设施完善、工业服务业不断增强、具有产业集群优势并形成产业的区

域粘性[52,53]。二是地理视角，呈现出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向交通枢纽地区、向偏远地

区以及远离水域地区等4个方向的转移模式。因交通替代作用加强、资源约束减小而沿

海地区市场扩大，为接近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石油和钢铁产业、化学制品业等污染产

业向沿海地区集聚[40]。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纺织业因生产成本上升，向地价较低且交通便

利的次级城市转移，以维持交通和市场优势[54]。广东省部分污染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

成本上升以及国家政策的压力下，向政府管理薄弱的偏远山区迁移[34]。为了治理太湖，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江苏省要求沿太湖上游地区的污染企业迁离，移至水环境约束

压力小的郊区[36]。三是经济视角，表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成本地区两个方向的转移特

征。例如为建设生态山东，部分污染产业从济南等发达地区向德州等欠发达地区转移[19]。

税收政策的空间效应驱使污染企业迁移至市场良好和空间邻近的区域，原因在于迁入地

具有低成本优势[55]。四是功能区视角。工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成为政府优化制造业布局

的主要方式，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专门的服务，吸引或要求污染企业/

表2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
Tab. 2 Transfer direction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研究视角/转移方向

区域视角

城-郊转移

城-乡转移

邻近转移

省内和省际区域转移

地带间转移

地带间转移

政策视角

低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低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低环境规制地区转移

低税率地区转移

转移区域

市区向郊区转移

城市向农村转移

向邻近地区或城市外围地区转移

省内区域间和省际区域间转移

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东西部互相转移

向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转移

向环保组织力度/公众参与环保
等(非正式)较弱的地区转移

向政府(正式)和非政府(非正式)
环境规制强度均较弱的地区转移

向实际税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

研究视角/转移方向

地理视角

内陆-沿海转移

交通枢纽转移

偏远山区转移

迁离水域

功能区视角

工业集聚区转移

工业园区转移

经济视角

欠发达地区转移

低成本地区转移

转移区域

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

向交通枢纽区域转移

向偏远地区转移

远离水域转移

向工业集聚区转移

向工业园区转移

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向低生产成本地区转移

注：作者根据文献[13]、[17]、[31]、[32]、[34]、[36]、[49-53]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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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转入，便于形成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9]。例如佛山市陶瓷产业在资源约束与成本压
力下将其生产环节移至工业园区[35]。五是政策视角，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上，污染企业/
产业倾向于由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至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56,57]。环境规制可分为正式和
非正式两种，因此迁移方向又可细分为转向环保组织力度/公众参与环保（非正式）等较
弱的地区[58,59]、政府（正式）和非政府（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均较弱的地区[60,61]。此外
有的污染企业向实际税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55]。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模式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迁出地与迁
入地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存在着经济梯度，迁出地一般是空间经济系统中的核心区、发达
地区、环境敏感区，而迁入地往往处于系统的外围区、边缘区、欠发达地区（见表 3）。
迁出地的产业结构急需优化升级，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区内污染产业转移的内生动
力，严格的环境政策是其内在要求，环境门槛的不断提高、生产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的
不断上涨、资源的约束等形成巨大的推动力，迫使污染产业选择外移。迁入地承接核心
区产业的转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内生力，实施优惠政策是其内在要求，宽松的环
境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生产要素、薄弱的环保意
识和较低的环境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吸引着污染产业的转入。另一方面，面对经
济、环境、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政府为了治理迁出地的环境污染问题、优化城市产业空
间结构[33,35]、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驱使污染企业/产业外移；而迁入地更多面临着经济
发展压力，被迫无奈吸引污染产业的转入。

3.3 方式特征与模式
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类模式，部分迁移包括迁移生产基

地、工序外包、并购与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几种方式（见表4）。
（1）整体迁移模式。整体迁移一般发生在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区域，污染企业可能面

临着整体搬迁或者关闭歇业。整体搬迁成本很高，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62]。对于迁
出地而言，虽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遗憾的是，因地方
保护主义的存在，整体搬迁的污染企业相对较少。此类迁移适用于资金雄厚、与迁入地

表3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出地与转入地的特征
Tab.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er area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迁出地（推动力）

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生命周期）

发达地区（产业升级）

发达地区（严格的环境政策、要素价格上涨）

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成本上涨）

发达地区（产业升级）

发达地区（严格的环境政策、劳动力成本上涨）

发达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严格的环境政策、
区域发展差异大）

城区（产业升级、严格的环境政策、地价上涨）

城区（产业结构优化、较高的环境成本）

城区（产业升级、较高环境成本）

环境规制严格地区

环境敏感地区

实际税率较高地区

迁入地（吸引力）

欠发达地区（环保意识薄弱、优惠投资政策）

欠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

欠发达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

欠发达地区（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较低）

欠发达地区（资源丰富、宽松的环境政策）

欠发达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丰富的人力资本）

欠发达次级城市（宽松的环境政策、劳动力成本较低）

郊区（宽松的环境政策、交通基础设施提高）

农村（较低的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成本）

城市边界地区（较低环境成本）

环境规制宽松地区

环境非敏感地区

实际税率较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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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高污染企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中小规模企业[62]、管理
和研发靠近生产基地的单厂企业[63]、本地联系较弱但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和能力适应新环
境的中等规模企业[64]也适合整体迁移。

（2）部分迁移模式。污染企业的整体迁移较少，部分迁移居多。迁移生产基地是部
分迁移中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常将其迁移至资源丰富、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较低的地
区。选择部分迁移既能防止企业核心信息的泄露，同时因靠近原料产地或市场而大大降
低生产成本，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企业的扩张。例如当本地原料不能满足生产
的需要，企业将生产基地搬迁至原材料丰富、生产成本低、产业相对集聚的地区[35]。为
布局市场的需要，一些大企业为节约运输成本，采取分区域布置生产基地的模式[65]。相
对于整体搬迁，部分迁移的成本较低，不仅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还能继续保持与本
地的联系。虽然企业短期利润可能因产品供应时间和运输成本增加而受到影响，但高污
染环节的迁出有利于迁出地的环境治理。

（3）工序外包。污染企业将污染工序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不仅转移了污染、节省
了转移成本，还可能因此改变企业的形象，并继续保持与当地产业的联系[17,64]。工序外包
还可以突破单个企业的资源限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与整体迁
移和迁移生产基地相比，工序外包的成本低得多，还能降低企业在销售网络、附属机
构、生产分厂、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可能会造成供需信息了解不完全、产
品质量未能得到保证、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工序外包适用于转移工序为污染环节、非
核心部门，承接企业的技术条件好。

（4）绿色并购与对外收购。绿色并购作为污染企业的一种迁移方式，包括获取节能
减排技术的并购和向低污染低能耗行业转型的并购。绿色并购有助于企业获得减排技

表4 污染企业迁移方式的比较
Tab. 4 Comparison of transfer way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迁移方式

整体迁移

迁移生产
基地

工序外包

绿色并购

对外收购

建立子公
司或分厂

内容

将企业所有部门从一
个区位迁至另一区位

将生产基地迁移至资
源丰富、生产成本和
环境成本较低的地区

将产业链中污染环节
外包给其他生产商

获取节能减排技术的
并购和向低污染低能
耗行业转型的并购

先进行业通过直接投
资方式收购并改造相
对落后的污染行业

将生产过程中污染环
节迁出或将生产重心
移至新厂或与目的地
企业联合生产经营

优点

污染彻底退出；保持企业的完整
性，有利于进入新市场。获得较
高补贴；促进企业创新；避免原
企业区位的限制和遗留问题

高污染环节迁出；迁移成本较
低；保持与本地的联系；降低企
业的交易成本

污染得到转移；企业形象不受影
响；降低了企业的投资费用，突
破资源限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提高产业竞争力

有助于企业获得减排技术、清洁
能源，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
的竞争力

无沉淀成本，制度障碍小；获得
战略资源、延长企业生命周期；
提高被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

污染得到转移；扩大企业规模；
有利于开拓新市场，提高知名
度；获得异地政府的补贴；避免
沉淀成本损失并减少制度障碍

缺点

迁移成本高；不确定因
素增多，空间转移要求
相对的自由和便利

短期利润受到影响；产
品供应的时间和运输成
本增加

产品质量未能得到保
证；供需信息不完全；
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

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
业的经营效率

运输成本和管理费用高

增加了企业管理成本；
企业资金链紧张；股权
可能被稀释

适用条件

具备雄厚的资金；
与迁入地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

生产为高污染环节

转移工序为污染环
节、非核心部门；
承接企业的技术条
件好

具备雄厚的资金、
良好的技术和人力
资源；资源禀赋好

具备雄厚的资金、
良好的技术和人力
资源；资源禀赋好

具备雄厚的资金、
良好的技术和人力
资源；资源禀赋好

注：作者根据文献[11]、[16]、[17]、[35]、[62-67]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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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清洁能源，促进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然而挤占了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增加了
运作成本，降低了经营效率[16]。先进行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收购并改造相对落后的污染
行业也是一种迁移方式。这种迁移无沉淀成本损失、制度障碍小、可获得战略资源、延
长企业生命周期、提高被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成本、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但是运
输成本和管理费用高[66]。选择绿色并购和对外收购方式的企业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
良好的资源；若企业规模小、资金和创新能力弱、所处地区经济不发达，可选择被并购
收购或者合作的迁移方式。

（5）建立子公司或分厂。污染企业可通过将产品生产过程中污染密集环节迁出或将
生产重心移至新厂或通过注入资金、技术和高级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与目的地企业联合
生产经营的方式转移污染。建立子公司或分厂可以转移污染，扩大企业规模，有利于开
拓新市场，提高企业知名度[11,67]。同时可获得迁入地政府的补贴，避免沉淀成本损失并减
少制度障碍[65]。原厂可作为企业总部、研发机构以及少量产品的生产基地。然而这类迁
移方式成本大，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可能造成企业资金链紧张、股权被稀释。因
此，仅适合于资金雄厚、具有良好技术和人力资源、资源禀赋好的企业。

4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

新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演化框架是研究企业迁移的主要理论框架，分
别从区位因素、内部因素（企业家）、制度因素、外部因素分析企业迁移的影响机制[68]。
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前者从产业层面分析，有成本上升论、移
入需求论、生命周期论、梯度转移论、产业成长演化论等五种观点；后者从企业层面分
析，有国际生产折衷论、企业成长空间扩张论、企业赢利空间界限论和集成经济论等四
种观点[69]。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既具有一般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也具有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独特影响机制，两类因素交织形成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复杂性机
制。经济理性人假说、环境外部性、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都解释了污染
转移产生的根源[67]。本文从单要素和多要素两个层面归纳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
力机制。单要素动力机制主要考虑某一种要素或侧重于分析某一种要素对污染企业/产业
转移的影响。多要素动力机制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并进一
步归类提炼出共同的影响因素。
4.1 经济因素

经济效益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和追求的目标，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考虑成本和效益。
欠发达地区的低成本与发达地区的高成本形成巨大的拉力和推力，共同驱动污染企业的
迁移。大量污染企业迁移农村就是因为农村的土地成本较低，尽管宽松的环境管制也起
到了吸引作用，但土地成本的影响远远高于环境管制[27]。公众作为社会力量对污染企业
的迁移也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只有当公众参与环保成本较低且期望收益较高时，参与
行为才能实现[58]。对于污染企业而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成本外，还需考虑环境成本和
迁移成本。环境成本可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前者指因环境因素产生且由
污染企业承担的费用，比如排污费、污染罚金或赔偿或补偿金、环境治理费用、购置环
保设备费用等[70]。迁出地与迁入地因环境规制强度不同造成的环境成本差以及政府给予
的奖励性收入直接影响着污染企业的迁移决策[71,72]。因相邻地区的单位环境成本相近，产
业选择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若将环境成本作为产业选择的重要指标，不同污染水平的
产业分布及其转移存在空间梯度 [73]。迁移成本是指污染企业在迁移过程中所发生的成
本，主要是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搬迁成本以及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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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众和企业三者的利益博弈是影响污染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城乡污染转
移是城乡经济主体（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农户家庭）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
果[71]。驱动污染企业集聚于欠发达地区，既有当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也包括污
染企业的环境行为为政府提供了寻租空间[74]。市场是污染产业转移的内生动力，如陶瓷
产业的转移主要受市场的驱动[35]。伴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生产要素流动加
强，污染产业的空间聚散也更加便利。国内市场一体化通过贸易创造与生产替代效应、
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效应降低污染产业比例[8]，然而对不同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
同，东部重污染产业迁入受其抑制，而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
4.2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也会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如废水和废气企业的迁移与水源地和风向有
关；同时迁移呈距离衰减特征，如环境规制促使污染企业就近迁移且随时间推移表现得
更加明显[50]。地理区位不仅影响企业排污决策，还会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如上游地区搭
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因此下游地区对水污染的规制强度更高[39]，这将会影响污染企业
在流域间的迁移。尽管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对环境污染的溢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地
理因素的影响更大[75]，地理因素的作用还体现在集聚效应上。产业集聚效应驱使污染企
业在空间上聚集，而形成的污染企业集聚区又会吸引更多的污染企业进入，这种集聚效
应和吸引效应在同行业间最大，也存在于不同行业间[76]。此外，污染企业迁出地与迁入
地之间的区域关联性也会影响其区位选择，如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会吸引污染企业的迁
入，资源型污染企业倾向于迁向原料丰富的矿区[77]。区域关联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邻
近性、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的关联，还包括产业关联、技术关联、文化
关联、制度关联等。
4.3 社会因素

污染企业在迁移前后面临着政府、市场和民众三方面的压力。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
制增加环境成本，给污染企业施压；市场压力体现在企业信誉、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
变化上；民众的压力更为直接，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产生一定的抑制
作用。污染企业迁移带来的环境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于此政府通过实
施环境政策介入治理。然而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降低环境规
制，使得政府的环境规制也出现了失灵，继而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参与了环境的
监督和管理。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环境冲突高发地区
与污染产业的分布高度重合[78]，如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江苏启东与四川什邡的反污染
事件以及皖南吕村与皖北田村的环境维权事件。由于环境污染波及范围广且具公共性，
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环境信息的逐步公开，公众开始关注环
境污染并参与环境治理[79]。污染企业迁出区和迁入区的公众会自发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对其实施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一般通过来信、上访等方式向政府/环保机构表达诉求，或
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引导社会舆论，或通过环保组织与企业协商，迫使污染企业
补偿环境损失、降低污染排放或关停/迁移污染企业[80,81]。污染产业的转移决策明显受到
转移成本和公众的参与程度影响，如公众参与监督强度的减弱会促使污染产业不转出或
转至公众参与监督程度更弱的区域[59]。民众与污染企业的抗争及其策略驱动了污染企业
的迁移，影响到污染问题的解决[82]，这种参与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
响强度要大于正式环境规制[83]。
4.4 政策因素

“污染天堂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地区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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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环境规制宽松地区[3]。最早的相关研究从国家层面验证落后国家是否因为更低的环境门
槛而吸引了跨国资本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后续开展了国家内部污染企业的迁移与
环境规制的关系。然而实证研究因数据、样本、区域、污染物和产业类型等不同以及环
境规制测度的差异而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4.4.1 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迁移的影响 从理论机制来看，环境规制通过静态的“遵循成
本”效应和动态的“创新补偿”效应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和选址。一方面，环境规制提
高了污染企业的投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等），阻碍了企业的技术
升级，促进其迁移和重新选址；另一方面，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实施技术创新
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力，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其迁移和选址。然而在实
践中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产生“创新
补偿”效应。同时需具备三个条件：企业意识到环境污染和低下的生产效率、环境规制
改变了投资和竞争环境、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如果条件未达到，污染
企业会迁至环境规制更弱的地区，即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84]。此外，环境规制对污
染企业的迁移和选址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初级阶段，“遵循成本”效应发挥主要作
用，阻止污染企业的迁入；在中后期阶段，“创新补偿”效应产生并吸引污染企业的落
户。污染企业是否入驻环境规制较强的区域还取决于企业的承受能力和现有的技术水平
能否达到环境规制标准。

从实证分析的文献来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中新建污染企业的区位决策具有抑制
作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大于轻污染企业，促使其迁至环境规制更
弱的地区[85]。乡村地区因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环境监管和执法不到位而成为污染企
业的“天堂”，环境管制越宽松的乡村，越能吸引污染企业的迁入[86]。迁出地和迁入地环
境规制的支出差异及政府的奖励收入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当迁入区政府和污染企业均存
在上述两种激励时，若博弈主体激发转入区政府放松环境规制，企业则会选择转入[72]。环
境规制对污染企业选址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呈现出先抑制、再促进、后抑制的倒

“N”型；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低生产率企业的选址产生显著的阻止作用[87]。此外，环境规
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加强环境规
制会抑制污染企业的迁入；反之则会倒逼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吸引其迁入[88]。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扩展的过程。不同类型的环境规
制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绿色并
购呈倒U型关系，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并购[16]。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影
响污染企业产品在本地区的销售和消费而限制污染企业的迁入，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企
业的抑制作用更大[60]。
4.4.2 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环境规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和区
位变化的重要因素[65]。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以吸引高耗能产业投资[89]，环境
政策的地区差异导致高污染行业生产成本的差异，并通过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影响产业
转移 [90]。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的转移影响具有空间效应。受搬迁成本和市场潜能等影
响，环境规制引发污染产业的转移存在明显的就近特征[50]。同时，环境规制的空间外溢
性推动了本地区污染产业的投资外移，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能有效地抑制本地区
污染产业的投资[43]。因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污染产业的区位
影响不同[91]。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的污染产业转移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建设
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有效抑制了污染产业流入西部，而费用型规制、
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有效抑制污染产业迁入东北地区[92]。正式环
境规制对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既与环境规制的性质相关，又与转出地和转入地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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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强度和需求等特征有关。治污绩效型环境规制有效抑制了污染产业的转入，而治
污投资型环境规制则吸引了污染产业的流入；转出地的正式环境规制和转入地的非正式
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的区际转移均产生了显著影响[93]。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并非线性的，而是呈“U”型。地区间环境治理投资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污染产业转
移，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强于正式环境规制[83]。环境规制不仅影响国内污染产业的
区际转移，还会对国际污染产业的进入产生影响，如环境规制遏制了江苏省外商投资污
染产业的迁入[94]。除了环境规制外，税收政策也会影响污染企业的转移。同等条件下，
污染企业会考虑税收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向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转移，其次关注转出
地和转入地之间的距离[55]。
4.5 综合因素

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数学者在实证分析中
也考察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因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
的差异，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也存在区域差异。从全国层面上看，资本投入和
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95]，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交通条件、市
场规模等也产生了显著影响[40]。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劳动成本、国际贸易、路
径依赖和基础设施等影响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布[19]，而影响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
制造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规制、土地价格、开发区规划以及交通可达性等[96]。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综合因素的影响，对相似文献进行归类，提炼总结出共同的影响因素。

（1）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在影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多因素中，政府的发展需求、
优惠政策、政策执行、缺陷失灵和治污能力等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的经济发展需求越
强、企业规模越大、污染排放越低、居民的污染治理意识越差，规制俘获越容易发生，
越容易吸引污染企业的迁入[97]。相关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吸引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
同时，也吸引了污染企业/产业的转入[98]。例如农村招商引资政策和工业资本存量促进并
吸引了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和流入，而农村的弱环境规制使其成为化学品企业发展的

“避难所”[99]。国际污染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受到环境规制、产业开放政策、产业规模、要
素禀赋的影响[100]，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劳动力成本、交通状况、第二次产业占
比、集聚效应对污染产业的转入均产生影响[83]。

政策的执行程度也影响着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例如地方政府落实农村环保政策不
到位、环保政策执行资源有限、农村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偏
差、农民与污染企业博弈能力不足、企业治污成本的外部化等共同促使了农村成为污染
企业转移的“天堂”[99]。中西部地区政府对国家环境政策的“非完全执行”也驱使了污
染产业的转入[101]。环境污染梯度转移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府缺陷是国
际污染产业转移的主因[98]，政府官员的腐败、落后地区的低环境标准、公众参与不足及
人类自私的本性促使了污染企业进入西部[102]。环境规制在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同时，地
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吸引污染产业的转入[10]。政府公共治理、地
方网络组织、行业自律机制均影响到污染企业的迁移决策过程[103]，而政府的环境规制政
策和治污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转入[104]。

（2）企业自身条件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规模
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在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的综合影响下，污染企业迁移意

愿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64]。同时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污染产品的生命周期、

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与污染企业的迁移也密切关联[57]，企业的情感因素和政策因素也促进

了资源型企业的迁移[105]。

1523



地 理 研 究 39卷

（3）空间集聚效应的影响。空间交互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反馈效应对污染产业
时空演进产生了显著影响[13]。环境规制强度、污染行业集聚度、劳动力成本影响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空间布局[23]，而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着区际污染产业的转
移[85]，市场发展潜力、产业集聚、基础设施条件也会吸引污染产业的转入[106]。迁入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越能吸引污染产业的迁入[107]。新经济地理因素通过
产业集聚的“极化效应”和产业集群的“锁定效应”影响污染产业的转移粘性，产业集
聚、交通条件、对外开放均影响污染产业转移的滞缓[41]。

（4）多种制度的交融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促使了污染企业的区际转移，
而财政分权和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均抑制了污染企业的跨地区转移[108]，财政分权是污染密
集型产业空间集聚的首位诱因[109]。污染企业的城乡转移内生于经济政治体系，城乡二元
结构、农地产权制度、政府监管缺失等难以塑造有效的科斯谈判机制[110]。以污染产业为
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正是浙江省城乡污染转移的根本原因[111]。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结合当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热点问题，通过

系统梳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概念、分
类、特征、模式、机制，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官方文件、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排放规模是污染产业界定和分类的主要依据。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既具有一般企业/产业转移的特点，也呈现出特有的转移特征和模式。
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省域、国家三种地理尺度上发生空间转移，并形成不同的转移模
式。在城市内部形成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三种模
式。在省内城市间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
弱的边缘区转移的特征。在省域层面上包括邻省和跨省两种转移模式。邻省转移模式以
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较强的省份为中心，向邻近省份扩散，形成向多省交界处、由河
流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沿交通线向次级城市的三种转移路径。跨省转移形成成本导向
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的三种模式。国际污染企业/产业在中国的转移呈现出由东
部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扩散的路径特征，集中在中国港、澳、台及美、日、韩等国家
（地区），污染产业涉及多个行业。

（2）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模式。区域视角下表现出城郊
间、城乡间、邻近区域间、省内和省际区域间、地带间等5种转移方向模式；地理视角
下呈现出向交通枢纽地区、向偏远地区、远离水域地区、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等4种方
向转移模式；经济视角下表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成本地区的转移特征；功能区视角下
呈现出向工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转移特征；政策视角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上，倾向于由
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至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其中还考虑了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环境规
制。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模式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污染企业
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种模式，后者又包括迁移生产基地、工序外包、
绿色并购与对外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几种方式。

（3）经济、社会、地理、政策等多种因素既单方面又相互交织影响污染企业/产业的
转移，形成复杂的动力机制。一般成本、环境成本、迁移成本、市场、经济效益以及政
府、公众和企业的利益博弈是影响转移的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理区
位、集聚效应及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区域关联上。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自发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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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的监督和管理，对污染企业实施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其迁移行
为。环境规制是影响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
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多维的复杂影响机制
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企业的异质性、空间集聚效应、制度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5.2 讨论

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
步深化和完善：

（1）加强国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研究。国际污染企业/产业在中国的区位选择、转移
路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较为薄弱，多数研究仅为简单的描述分析。深入开展污
染企业的迁移方式研究。污染企业对迁移方式的选择及其原因分析、不同迁移方式产生
的影响等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须对内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判断，选择合适的迁移方式。
污染企业的迁移不仅要考虑地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政策等外部因素，
还需要考虑企业的规模、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信誉等内部因素。

（2）污染企业/产业特有的转移特征与模式须深入剖析。污染产业的转移路径既具有
晕轮效应，又具有粘性特征，且转移具有空间效应，这些都需要纳入统一框架中考虑，
转移的轨迹、路径和模式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例如哪些区域或哪些企业/产业的转移
具有粘性？什么条件下会产生粘性，什么条件下产生晕轮效应？重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
的空间效应，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考察转移的路径和轨迹及其时空变化规律。此外，
污染产业的转移并非完全梯度的，也存在西部向东部转移，需关注反梯度转移现象及其
机理的解释。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群内的转移值得关注，加强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环
境污染与城市群的关系分析以及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问题研究。

（3）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需细化系统研究。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
的机制不同，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的污染企业影响不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其影响
也不同。空间作用需重视，既要考虑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对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
又要考虑影响因素对转移影响的空间效应。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受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需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加强对特色机制的深入分析，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和区域的
特色。

（4）加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影响及污染物转移量的分析。污染产业转移既是地区和
国际分工的需要，也是迁入地、迁出地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如何正确看待转移的结
果值得思考。然而转移对转入地和转出地的各方面影响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转入地往
往是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宽松地区，在承接污染企业/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污染
转移问题值得关注。可能需要建立甄别筛选机制，对技术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设
立门槛，防止污染转移。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分析，以实现转入区
的可持续发展。污染企业/产业转移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取决于污染物的转移量，然而关
于污染物区际转移的量化研究仍十分薄弱，需加强产业转移过程中各类污染物转移量的
变化分析。

（5）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和系统研究相对不足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污
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是一个多主体（企业、民众、政府、非政府组织）、多空间（经济空
间和地理空间）、多尺度（行政尺度和地理尺度）的复杂经济现象，涉及经济学、地理
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不同学科的研究涉及领域和内容有异同之处。经济学、地理
学、环境学等学科研究均涉及不同尺度下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特征、转移路径及动力机
制，并分析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学科研究均涉及污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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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界定和分类、城乡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和动因以及外资污染企业/产业向中国的
转移。经济学学科研究还涉及了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因此，需考虑政府、企业家、民
众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细化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建立系统性分析框架，加强多学科的
交叉研究。

（6）借助大数据开展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态分析和预测研究。结合大数据等现代
技术手段，挖掘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空间动态数据，加强对不同污染企业迁移路径的追
踪及其空间活动的动态分析。深入开展迁入地与迁出地污染企业之间的网络分析，探讨
污染企业/产业的时空演变规律，揭示迁移的动力机制并开展迁移的模拟与预测研究。

为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促进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污染的治
理，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对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基于
此也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1）完善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
研究污染产业转移的基础工作。然而限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当前的界定和分类方法较为
单一且主要局限于二位数行业。事实上污染往往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些生产环节，而这些
生产环节只有在三位甚至四位代码中才能观察到[33]。因此结合多种视角和依据对污染产
业的细分行业进行系统性分类，可能更加准确可靠，有利于深入剖析污染产业转移的特
征和机制。

（2）避免乡村成为污染企业/产业的天堂。乡村已成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
地，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均有体现。城乡转移已成为一种趋势，不仅加剧了农村生态环
境的持续恶化和环境治理的难度，更不利于乡村振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警示

“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如何规避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实现乡村振
兴，须从地方政府、农村、农民入手，预防和解决污染转移问题。

（3）重视边界交界地带污染企业的迁入，避免跨界污染。因边界交界地区的特殊
性、地方政府行为及企业为逃避污染监督使得城市边界或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污染企业
迁移选择的环保盲区。交界地带的污染企业容易被忽视，且容易造成跨界污染，需建立
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动长效机制，健全环境监测网络，改善行政边界地区的环境质量。
跨行政区的河流也会吸引污染企业的布局，造成跨界污染问题，如何规避和治理值得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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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has reshap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hanged the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this transf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article
generalizes systematically th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and
summarizes their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laws, patterns and dynamic mechanisms. Th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howed that: (1) official documents,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pollution
emission scale are the main basi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2)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form different transfer patterns o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and they transfer in municip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scales. Three
modes (decentralized peripheral areas transfer, centralized functional areas transfer, and
moving away from sensitive areas) are formed within the city. The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dustries transfer both from developed cities to less developed cities and from areas with
str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marginal areas with wea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province. Neighboring province has the transfer mode that is centered
on developed provinces with strong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spread to neighboring
provinces. This transfer pattern has three paths that tend to move to the boundary of multiple
provinces, move from the upstream provinces of the river to downstream provinces and move
to secondary cities along the traffic line. Inter-provincial transfer of the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dustries forms three modes of cost-oriented, market-expanding and policy-driven factors. ③
The transfer direction of the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present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We conclude fifteen kinds of transfer directions based on regional, geographic, economic,
functional area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4) The transfer modes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cludes overall transfer and partial transfer. The partial transfer includes migration of
production base, process outsourcing,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stablishment of
subsidiaries or branches, etc. (5) Economic, social, geographical and policy factors not only
affect the transfer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separately,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form
the complex transfer mechanism.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 influence mechanism,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system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Finally, the shortcomings of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nd some though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olluting enterprise/industry
transfer are proposed.
Keywords: polluting enterprises/industries;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transfer mode; dynamic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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